Contextualization 處境化 處境化是教會一種反省的過程，它是本於順服基督的大使命，以經文為神的道，又以某個獨特的人類情況為處境而進行的反省；因此基本上它是一個宣教學（Missi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97,Name=Missiology}）的概念。詮釋者或參與此工作的人，本身就是處境的一部分，同時又是多元文化的傳遞人，代表著三向過程的第二層處境。
　　處境化並不是一個過時的話題，也不是辯論的題目，對凡要認真明白神自我啟示的人，它都是必須的條件。道成肉身（Incar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23,Name=Incarnation}）本身，就是把經文落實到處境的一個終極代模（參神學代模，Models of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00,Name=Models of Theology}）︰耶穌基督是神的道，祂成為一個猶太人，與一個特別的文化認同，活在一個有限的歷史，同時又把那歷史提升。祂透過生命與工作，把處境化最高的模式表達出來。事實上，祂每一個命令，就是處境化的命令，無論是愛鄰舍的，或使萬民作門徒的皆如此。
　　處境化的過程則可以從使徒的作品，和新約教會的生命表達出來。保羅在彼西底的安提阿會堂（徒十三16～41），和在雅典的亞略巴古（徒十七22～31）講道，無論是神學的重心或講道的方法，都是不同的；它們充分顯出處境化的必須。在教義發展史上，肯定神在聖經的啟示真理，常包括了主題的選擇（即不會是全部的），和為回應當代某個特別的神學或倫理問題而用的語言（即非外來的）、信經（Creeds{\LinkToBook:TopicID=326,Name=Creeds}）、信條（Confessions of 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305,Name=Confessions of Faith}），及信仰宣言，全是反映出這個現象。
　　西方宣教運動在十九世紀擴展迅速，宣教策略家魏恩（Henry Venn, 1725～97）、安德遜（Rufus Anderson, 1796～1880）和其他人發展出「本色化」（indigenization）的概念。基本上，它是指不變的福音怎樣移植到一個固定、而一般又是較低下的文化圈去。它包括崇拜儀式、信仰與傳統文化的關係、社會制約、教堂建築，及傳福音方法等本色化的問題。今天文化人類學和教會增長（Church Growth{\LinkToBook:TopicID=287,Name=Church Growth}）運動顯出，這個本色化問題仍是受關注的。正因為本色化的工夫做得不夠，基督徒群體才會出現一種「貧民窟心態」，而宣教機構又可以讓殖民主義肆虐。無論怎樣，近代宣教學家和神學家，對本色化提出嚴厲的質詢。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民族主義興起，西方殖民主義被推翻，政治革命帶來軍事獨裁的統治，或是社會主義及馬克斯主義的政府，成了許多國家的政治實況；此外，再加上知識急劇增長，物質主義和世俗的人文主義，又成了近代社會的特色，這便帶來一連串的信仰危機。換句話說，昔日嘗試從本色化來塑造當地教會身分的努力，是不能解決上述的問題了。
　　【編按︰就華人教會的情況來說，本色化的不足，又可從文化的角度來了解。本世紀初，中國面對內憂外患的挑戰，知識分子的心靈十分痛苦；部分因為教會不成熟的表現，倚靠外國力量自重；部分也是因為需要尋找一個代罪羔羊來宣洩心中的積怨，「反基督教同盟」便這樣成立，指教會是帝國主義的工具。基督教人士為了自辯，便努力指出基督教與中國的人文思想〔主要是以儒家（Confuc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07,Name=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}）作代表〕是相輔相成的。從20年代的到今天，香港、台灣、新加坡等地的華人教會，仍然熱衷討論基督教信仰與中國儒家的問題，華人信徒對本色化的了解，亦多限於這方面。
　　進入80年代，東南亞神學家愈來愈感到本色化問題一直糾纏於文化與信仰的關係，不足以應付現代人更迫切的問題。1972年東南亞神學院協會之「神學教育基金」，發出他們的政策宣言，指出本色化與處境化的分別，作為日後工作與資助的方針。它說︰「本色化多是用來指傳統文化怎樣回應福音而言；處境化一方面不會忽略這方面的責任，另一方面卻也重視世俗化、科技，和為人類公義的掙扎，這些都是近代第三世界國家身處的歷史進程。」（South East Asia Journal of Theology 14, 1972, pp. 66～7）】
　　從較廣的角度而言，近代神學家及合一運動（Ecumenical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398,Name=Ecumenical Movement}），亦深覺需要從本色化問題進到處境化的掙扎。推動這個進程的力量，包括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的處境釋經學（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}）；教會感到一切議案均須以行動為依歸，就如1966年在日內瓦舉行的「教會與社會世界會議」（World Conference on Church and Society at Geneva, 1966）的議決；1968年普世基督教會協進會在烏普撒拉（Uppsala）舉行的會議，討論救恩歷史（Salvation-History{\LinkToBook:TopicID=1041,Name=Salvation-History 救恩歷史}）與世界歷史的關係；普世基督教會協進會在曼谷（1972）舉行的「世界使命與傳福音」（World Mission and Evangelism）的會議，以及1975年在內羅畢（Nairobi）為尋找人類合一的會議等。這些會議均有它們共同關心的地方，就是社會的復和、人性化及釋放，這些問題叫教會從關心怎樣解釋經文，轉到怎樣反省人類的受苦，和受壓迫的實際問題。處境化亦成了政治神學家Political Theologians{\LinkToBook:TopicID=941,Name=Political Theology}）做神學的取向。
　　有人認為「處境化」這個詞彙，是科伊（Shoki Coe）和撒西薛仁（Aharoan Sapsezian）所創的，他們就是上述神學教育基金政策宣言的執筆人。
　　激進的詮釋
　　近代學者和解放神學家（Liberation Theologians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}），廣泛利用處境化的概念在神學辯論上。首先，他們反對傳統對啟示的看法，認為神的啟示並非完全在聖經裡，因為神的道是不能宥限於任何形式的。他們否認聖經的真理是命題式的真理；他們說，聖經本身既受文化及歷史的定形，因此它的信息也是相對及處境化的。再者，他們認定在人類掙扎的實際事件之外，沒有真理可言；在思想與行動之間，在真理與實踐之間，是不容認識論的分割。因此一切真實的神學，均必須是參與的神學；神學知識只能從參與行動和實際行動（Praxis{\LinkToBook:TopicID=949,Name=Practical Theology}）的反省而來。
　　結果激進的神學家認為，釋經的程序並不是從解釋聖經開始，而是透過先知式「對時代的洞察」，分辨出神在歷史進程及特別情況中，使人人性化及釋放的行動。顧特萊（Gustavo Gutierrez）說，神學是在信仰的亮光下反省行動的結果；那是一種行動與反省之間的辯證運動，聖經的解釋就這樣讓位給歷史的解釋。拉丁美洲福音派神學家，像伯底拿（Rene Padilla）、紐奈滋（Emilio Antonio Nun?ez）則認為，解放神學家提出的問題固然重要，但這樣做神學，無形中是把福音分割了，只引來一種世俗的政治神學，至終甚至影響了有組織的教會的功能，和傳福音的重要。
　　保守的解釋
　　福音派學者、宣教士、教會及平信徒領袖，均十分重視由本色化轉移到處境化的改變。1974年在洛桑（Lausanne{\LinkToBook:TopicID=707,Name=Lausanne Covenant}）舉行的「世界福音會議」，以及1978年跟進的百慕達「福音與文化」研討會議（Gospel and Culture consultation in Bermuda），便是一個好的開始。不過，對很多福音派人士來說，處境化只是忠心地把一個不變的信息，轉譯到當地的語言及思想模式。這種工作一定重視聖經受文化影響的因素、傳譯者所了解的信息，和接收者對信息之反應等因素。從這角度而言，處境化就必須以「活動性相等」（dynamic equivalence）的意義來了解，意思是，傳譯聖經信息的人，一定要按接受者的言語和思想形式去講解，以致聖經對現代人的反應，就像第一世紀的人聽見神的道時所有的反應一樣。
　　處境化的責任相當巨大，要求我們對福音與近代歷史情況的關係，有深入的把握。傳統上文法和歷史的釋經法，仍被接受為真正處境化的基礎，叫我們首先知道，昔日聖經作者在他們的情況下要說些什麼。但要處境化真正落實，一個忠心的釋經者，必須讓經文與人類真實的問題相遇而產生對話。這種相遇必須含有神學和倫理意義，以致信仰和行動能整合起來；在這方面，聖靈就是我們的導師，叫經文與處境能連結在一起。
　　詮釋者對自己文化的反省能力，也是十分重要的。布特曼的釋經圈子（hermeneutical circle），對像高斯達（Orlando Costas）一類學者仍有助益，但他們認為詮釋者、經文，與接受者的關係，是一種層層提升的螺旋型關係，直指著末世論的目標。這種具批判性的反省和解釋，是怎樣來的呢？他們認為詮釋者一方面透過信心認同經文，另一方面透過反省和研究，又與經文保持距離；同樣地，他與處境也是抱著同一的認同和保持距離的關係，當這樣處理的經文與處境能相遇，真實的處境化就出現了。經文與處境相遇，它們就能對話，處境帶著它的問題，要求經文給予答案；同一時間，經文亦向處境提出新的問題和挑戰，要求處境作出回應。舉例說，處境可能聚焦於某種暴力的問題，經文卻指出罪與邪惡勢力的課題。經文是神賜下的，是具有權柄的，處境卻是相對，並且是不斷改變的；在二者對話的關係中，經文應該處於主動和領導地位。這樣一來，反省的程序與極端的學派就非常不一樣了。再者，我們並沒有一種絕對及最後的神學系統；詮釋者惟一的信心來源就是聖靈，相信神的靈會啟導他，使他愈來愈明白福音的真義，和福音怎樣能回應人類每一個處境。
　　福音派學者相信，只有當信徒無條件地委身於耶穌基督、作祂忠實的門徒，處境化才可以實現。首先最重要的，就是認清楚耶穌基督是我們整個生命的主人，包括他個人及社會的生命；這樣委身，他才會忠於福音。福音派能認同解放神學家委身於歷史耶穌的熱忱，特別是在祂的受苦，和對假冒為善和不公義的責備；但同時，福音派同樣認真地相信那位信仰的基督──祂是神的兒子，是道成了肉身，被釘十字架，從死裡復活，有一天還要再來，建立祂公義的國度。委身於耶穌基督，是以三一信仰為基礎，同時是委身於作為父的神，和作為聖靈的神。
　　此外，真正的處境化亦要求人委身教會（Church{\LinkToBook:TopicID=284,Name=Church}），因為教會就是神的子民。在敬拜及交通中，教會是向神敞開的；同時，他也要謙卑順服於服務工作，特別是對貧窮人，他蒙召就是要向他們宣告耶穌基督獨一的救恩，並且服役於貧窮人。處境化首先要落實在教會內，其次才是在世界裡。反省與詮釋都是教會的工夫。信徒皆祭司和聖靈光照的聖經兩方面，都強調教會是處境化第一大陣營，這種工夫不僅是少數神學精英的責任，更是每一個信徒皆責無旁貸的。教會是基督的身體，聖靈賜下了各種不同的恩賜，為的就是要使福音的信息，能按當地人能了解的形式傳遞出去。
　　真實的處境化不容粗劣的混合主義（Syncre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35,Name=Syncretism}）；在神學信仰、宗教行為，及倫理生活模式，它都要堅持信仰優先。但同樣地，它也不能因為害怕改變，害怕混合主義的危機，而照搬外國的一套。一種願意冒險，和清楚地委身於宣教目標的意願，能幫助我們勝過這種恐懼。聖靈是神聖的詮釋者，能幫助我們完成這個使命。
　　在這種聖經經文與人類處境對話的關係，一切偶像式的信仰和行為，均要接受審判，無論是宗教或世俗事情上都一樣。教會必須堅守立場，不能和偶像妥協。從另一方面來說，雖然所有文化均有罪的玷污，卻仍能反映出一般啟示的真理和美麗，因此凡與神的律相配的，我們都應該潔淨它，把它置於基督主權之下。
　　處境化的最高目標，就是要讓福音能向人生每一個實況說話，藉著當地人能明白的言語和思想模式向人宣告︰罪得赦免，罪咎和邪惡勢力的捆鎖已經脫落，人不再需要絕望，社會的不公義事件不能再橫行，因為神已臨到人間，因而信、望、愛均能落實；因為處境化的實現，人才能懷著希望生活和奮鬥，在黑暗中守候光明，等待神國的降臨。從這個角度而言，處境化實在是教會宣教工作最重要的一環。
　　另參︰文化（Cul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333,Name=Culture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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